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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量詞分佈的跨方言比較

──兼論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

徐毅發

北京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提要

本文采取語義參數和語義地圖模型結合的方法，研究漢語方言的形狀量詞與名詞的搭配規

律。在對 19種漢語方言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對形狀量詞（顆粒、平面和條形）在漢語方
言中的分佈格局進行了比較，發現形狀量詞呈現出“核心 –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和系

統的南北差異，最後以此爲背景簡論粵方言形狀量詞的系統特點。

關鍵詞

形狀量詞，語義地圖模型，方言比較，核心 –擴散分佈

1. 引言

1.1. 問題緣起

過去從分類詞（classifiers）的角度對漢語形狀量詞（顆粒、平面和條形）與名詞
搭配規律的研究，多遵循歸納語義參數（特徵）的思路。Allan（1977）、Aikhenvald
（2000: Ch 4）等類型學研究反映出東亞語言（如漢語）的個體量詞常見的分類參數有：
生命度（animacy）、形狀（shape）、大小（size）、固有性質（inherent nature）和功
能（function）等。邵敬敏（1993）從名詞和量詞雙向選擇的角度進行的研究、Tai（1992, 
1994）對普通話和方言個體量詞的研究、陳小明（2010）對粵語量詞的研究都主要運
用歸納語義參數的方法。

歸納語義參數的方法有助於我們快速勾勒某種語言或方言分類詞系統的概貌，但

其缺點是規律的顆粒度過粗，如果要對不同語言或方言的分類詞系統進行比較，則難

以捕捉更細微的語言事實，語義參數往往遇到“例外”。比如，顆粒量詞“粒”在大

多數漢語方言中都使用，前人研究多認爲“粒”具有 [+小 ]和 [+圓 ]兩個語義特徵。1

1 如張赬（2010: 250）對“顆”和“粒”的屬性描述都是“形狀：圓形”；張赬（2009）：“‘顆、

粒’用法相近，但‘粒’限于‘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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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不同方言裏的“粒”搭配能力不盡相同。例如北京話、廣州話、泉州話的

“粒”就有這樣的差別：

 北京話：一粒芝麻 /*一粒湯圓 /*一粒鷄蛋

 廣州話：一粒芝麻 /一粒湯圓 /*一粒鷄蛋

 泉州話：一粒芝麻 /一粒湯圓 /一粒鷄蛋

同是 [+小 ][+圓 ]這兩個語義參數，在北京話中接受“芝麻”而排斥“湯圓、鷄

蛋”；廣州話接受“芝麻、湯圓”而排斥“鷄蛋”；泉州話則把三者都納入到這一語

義參數中。可見，如果只用“小而圓”這個語義參數一以貫之，則無法體現同一個參

數在不同方言中的具體實現，無法容納的現象因而就成爲了語義參數規則的“例外”。

除了語義參數的思路，有的學者從圖形認知角度提出物體三個維度的長度比例是

决定量詞選擇的根本原因，量詞選擇規律可總結爲一種函數關係（石毓智  2000）。但
是，圖形認知的研究角度主要針對形狀量詞內部次類之間的選擇（如顆粒、平面或條

形），並不能反映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的對立（如下文 2.2.、2.3.討論的形狀量詞與
功用量詞“把”之間的競爭），也不能反映量詞選擇規律在方言裏的變異。

此外，過往研究的對象多限於普通話，但方言中（特別是閩粵等南方方言）在形

狀量詞分類系統上表現出了值得注意的類型差異。儘管方言比較的研究角度得到越來

越多學者的關注，如 Tai（1992）、高然（1999）比較了普通話與閩粵等南方方言個體
量詞的異同，但這些比較研究仍以語義特徵的思路爲主，比較的手段又多爲列表或個

別舉例，未能系統而直觀地反映形狀量詞搭配規律在漢語方言裏的變異。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我們認爲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語義參數歸納得“不正確”，而在於語義

參數顆粒度太粗，無法捕捉那些有類型學價值的方言變異，爲此，我們嘗試采用語義

參數和語義地圖模型兩者結合的研究方法。語義地圖模型（Semantic Maps Model）是
描寫和解釋多功能語法形式的各種功能之間關係遠近的一種方法，基於若干語言的情

况設定由多個功能節點組成的概念空間，再把某個語言某語法形式的分佈展現在概念

空間上形成語義地圖，並隨著語言樣本的增加不斷修改概念空間，以提高普適性。設

定概念空間時需要遵守一些準則，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基元準則”和“連續性假設”。2

2 “基元準則”是指概念空間上的任何功能都必須是原始的（primitive），即在任何語言中都不會
以不同形式再進行細分；“連續性假設（Connectivity Hypothesis）”是指某個功能形式在概念空

間上的分佈應該是一個連續的區域，避免出現跨層連接。基元準則主要針對節點的設定，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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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地圖模型的長處是將某個語法形式在語言（或方言）之間的功能差異可視化，有

效地分析趙元任先生所說的方言之間同中有異的“偏側關係（skewed relation）”。

語義地圖模型目前主要用於多功能語法形式的研究，本文則嘗試將其應用於形狀

量詞研究。操作原理是：將形狀量詞看作一個多功能詞彙形式，與某一類或一個名詞

（事物）搭配即相當於一種功能，以具體的名詞（事物）作爲功能節點構造概念空間，

再把形狀量詞的分佈反映在概念空間上。

1.3. 方言樣本和語料來源

本文共考察了 19個方言點，涉及七大方言，它們分別是：

官話：北京、吉林白山（東北官話）、山東德州（冀魯官話）、河南許昌（中原

官話）、湖北鄂州（江淮官話）、四川成都（西南官話）；晋語：呼倫貝爾；吳語：

江蘇常熟、浙江嘉興；湘語：湘南道縣；客家話：江西贛縣、福建清流；閩語：福建

漳州、福建泉州、廣東汕頭（閩南語），福建福清（閩東方言）；粵語：廣東廣州、

廣東肇慶、廣西南寧。

以上方言材料大多數來自對方言區同學的調查（其中清流客家話的材料來自北京

大學 2015年暑期方言調查實習，肇慶話爲筆者母方言）；另外有三個點的材料來自有
詳細描寫的文獻：湘南道縣土話（羅昕如  2003）、南寧話（梁瀅  2012）、漳州話（高
然  1999）。

2. 形狀量詞的語義參數及其跨方言實現

2.1. 顆粒量詞

2.1.1. 顆粒量詞“大小”參數與方言差異

這裏的顆粒量詞就是指“顆”和“粒”，我們所調查的方言都使用這兩個量詞中

的一個或兩個。在普通話中，“微小的物體”和“較小的球狀物”是和顆粒量詞搭配

的典型成員，如“一粒芝麻”、“一顆珍珠”。而當球狀物的直徑或物體的尺寸增大

到一定程度時，就不能再用顆粒量詞了，如“乒乓球”和“足球”，在普通話中只能

用“個”。這說明顆粒量詞存在“大小（size）”這一個參數。不過，正如引言中所說，

北京話、廣州話和泉州話裏的“粒”能接受的物體大小不盡相同。那麽，“粒 /顆”與

非顆粒量詞（如“個”）的分界綫在不同方言間的差異到底如何？ 

假設主要針對節點的排列和連接。可參看Haspelmath（2003），De Haan（2004），李小凡、張敏、
郭銳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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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照普通話中顆粒量詞的搭配範圍，選取了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小顆粒物、

球狀物和類球狀物 20種進行了跨方言調查，按照直徑大小將它們依次排列，並把顆粒
量詞（顆 /粒）的格子塗成淺灰色，把非顆粒量詞（個 /隻 /塊）的格子塗成白色，被
調查者表示顆粒量詞和非顆粒量詞兩可的格子塗成深灰色（斜綫前爲更常用的），然

後大致按照淺灰色格子的多少從上到下、從少到多排列這些方言，形成表一：3 

表一  顆粒量詞在漢語方言中的分佈

項目

方言
沙子

米
粒

芝
麻

星
星

彈
珠

水 
果 
糖

棗核 葡萄
湯
圓

乒
乓
球

蘋
果

電
燈
泡

足
球

清流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許昌 粒 /個 粒 個 顆 個 塊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北京 粒 粒 粒 顆 個 個 /顆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白山 粒 粒 粒 顆 個 塊 /顆 個 個 /粒 個 個 個 個 個

呼倫貝爾 粒 粒 粒 顆 粒 塊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德州 顆 /粒 粒 粒 顆 個 塊 /顆 個 個 /粒 個 個 個 個 個

成都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個 個 顆 個 個 個 個 個

鄂州 粒 粒 粒 顆 粒 粒 粒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贛縣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個 /顆 個 個 個 個 個

常熟 粒 粒 粒 顆 粒 粒 粒 粒 個 個 隻 隻 個

嘉興 顆 /粒 粒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隻 顆 隻 隻 隻 隻

肇慶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隻 隻 隻 隻

廣州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隻 隻 隻 隻

福清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泉州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汕頭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某個項目，選擇顆粒量詞還是非顆粒量詞可以看作“主要對

立”；而在顆粒量詞內部用“粒”還是“顆”，在非顆粒量詞內部用“塊”、“個”

還是“隻”，則可以看作“次要對立”。4本文關注的是“主要對立”，即顆粒量詞與

3 說明：（1）繪製表格時爲簡潔起見，在不違反基元準則的前提下對某些項目進行了歸並。例如“星

星”和“珍珠”，在本文所調查的方言中都不使用不同的形狀量詞（要麽都用“顆”，要麽都用

“粒”），可選其中一個爲代表。歸並前所調查的 20個項目分別爲：沙子、芝麻、米粒、瓜子、
星星、彈珠、珍珠、水果糖、棗核、葡萄、櫻桃、紅棗、湯圓、肉丸子、乒乓球、鷄蛋、蘋果、

電燈泡、足球。下文對平面、條形量詞的分析也作了類似的歸並；（2）有些調查項目在方言中有
不同的說法，調查時讓被調查者轉換爲當地方言的說法，如“彈珠”山東德州方言叫“溜溜蛋”，

但在行文中僅以普通話的說法爲代表；（3）采用文獻資料的三種方言因項目不全未列在表一中。
4 “次要對立”的成因比較複雜，如文白層次、來源不同等都有可能。比如，粵語的“粒”是口語

層次的，在書面語中才會用“顆”（如歌詞裏的“一顆星星”）；但在嘉興、贛縣等方言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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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顆粒量詞的對立。如表一所示，顆粒與非顆粒量詞在不同方言中的分界點不同，這

些分界點排列起來構成了一個連續統。連續統的兩個端點是對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

的對立不敏感的方言，不論物體直徑大小，一律用顆粒量詞的是閩方言（福清、泉州、

汕頭），不論大小都不用顆粒量詞（而是用“個”）的是個別客家方言（清流）和個

別北方方言（許昌）。不少方言中某些項目出現了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兩可的情况，

從表一可見，這種兩可的情况多出現在該方言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分界綫的附近。

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强勢量詞（如通用型量詞“個”）逐漸向顆粒量詞的範圍滲透的

結果。表一大致反映了顆粒量詞在“大小”參數上的搭配範圍由北往南逐漸擴大。

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分界點的不同是否主要反映了個體差異而非方言差異？比

如“棗核”與“葡萄”，外形大小相對於人的日常認知來說相差很小，難道在某方言

中足以形成“個”與“粒”的對立？我們認爲，對於某些分界點，以本文的樣本規模

確實無法排除個體差異的原因，但對於某些分界點，調查結果比較肯定地說明它們反

映了方言間的差異而非個體差異。我們把這些分界點抽取出來，繪製成反映顆粒量詞

方言類型差異的概念地圖：

圖一  顆粒量詞“大小”參數連續統 

        

I.北方型，包括：清流、許昌、北京、白山、呼倫貝爾，其中的關鍵節點是：“水

果糖”或“彈珠”。北方型的幾種方言對這兩種物體最常用的量詞分別是“塊”和

“個”，而不是“顆 /粒”；北方型以北方方言爲主，但也包括某些客家方言（“個”

擴張爲通用型量詞）。

II.吳粵型，包括：廣州、肇慶、南寧、嘉興，其中的關鍵節點是：“湯圓”與“乒

乓球”。粵語和部分吳語方言的“顆 /粒”可用於湯圓，但不能用於乒乓球。

III.閩語型，包括：泉州、汕頭、福清，關鍵節點是“乒乓球”。“乒乓球”以及

比它大的球狀物可以用“粒”的方言，一定是閩語型的。

IV.南北過渡型，介乎於北方型和吳粵型之間的方言點有：德州、鄂州、常熟、成
都、贛縣等地，顆粒量詞的界限在這些方言之間參差不齊，是否真的屬方言特徵而非

個體差異，還需進一步研究。

“顆”則是口語中更常見的。本文暫不考慮這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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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另外的擴展方向

上面我們所設計的調查項目都基本具有 [+圓 ]或 +[球狀 ]的特徵，“大小”這

個參數的變化是以這兩個特徵爲前提的。進一步的文獻考察發現，某些方言裏的顆粒

量詞還存在向 [-圓 ]或 [-球狀 ]方向的擴展，擴展的起點往往是從“較小的不規則形

狀物體”開始的。其中一個擴展類型是廣西南寧話（梁瀅  2012）。南寧話的“粒”

可用於“小巧玲瓏的片狀物”，如“餅乾”，或者“切開的水果等形狀不規則的角狀

物體”，如“一粒西瓜”（也說“一爿西瓜”）。南寧話的“粒”的搭配範圍比廣州

話多出了“體積較小的不規則物”（不一定是所有此類事物），但南寧話的“粒”不

能用於“蘋果”、“西瓜”這類直徑較大的球狀物，不同於閩語型方言。

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湘南道縣仙子脚鎮土話（羅昕如  2003）。該方言的“粒

[la41]”，除了可用於球狀物“蘋果”、“西瓜”，還可用於體積不大的方塊狀物，如“磚

頭”、“薑”，還可用於部分條狀物如“黃瓜”、“舌頭”，甚至可用於抽象概念如“題

目”、“文件”等，已逐步向通用型量詞發展。

南寧話和道縣土話的例子提供了顆粒量詞擴展的另外兩種可能的路徑。與 2.1.1.閩
語型的“粒”覆蓋所有球狀或圓形物不同，南寧話的“粒”在球狀物的範疇裏並沒有

擴展到“西瓜”一類較大的球狀物，但却向 [+小 ][-球狀 ]的特徵有所擴展；道縣土
話則代表了“粒”向多個參數擴展成通用型量詞的可能性。結合方言調查和文獻考察

的結果，我們可以將 2.1.1.的圖一擴充爲更完整的顆粒量詞語義地圖：

圖二  漢語方言顆粒量詞的語義地圖

　　

　　

　　

　　

　　

　　 

圖二展示了漢語方言顆粒量詞呈現出“核心 –擴散”的分佈模式。可見，過去對

顆粒量詞“[+小 ][+圓 ]”的語義特徵的概括並非真相的全部，[+小 ]或 [+圓 ]這些
語義參數在方言中對應的事物可能是不同的。“芝麻、沙子、星星”在絕大多數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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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言中都使用顆粒量詞，因而它們是顆粒量詞穩定的“核心成員”；有的事物“圓

而不小”或“小而不圓”，它們是否歸屬於顆粒量詞範疇在方言之間表現不一，但總

體上各種方言可沿著“大小”參數排列成連續統（表一、圖一），可看作顆粒量詞的

範圍在不同方言中從核心成員向非核心成員的不均勻擴散。下面 2.2.和 2.3.小節分別
討論平面量詞和條形量詞，調查發現這兩類量詞也表現出與顆粒量詞相似的核心 –擴
散模式。

2.2. 平面量詞

2.2.1. 平面量詞的語義參數與方言差異

本文考察的平面量詞主要有“張”、“塊”、“片”等。相較於顆粒量詞，平面

量詞和條形量詞的數量更多，涉及的語義參數也更多，這使得要從日常事物中找出在

某個參數上形成“最小對立”的兩個事物難度大增。平面量詞的調查項目有：紙、床、

被子、凉席、椅子、凳子、毛巾、木板、餅乾、樹葉、臉、菜刀等事物，涉及的語義

參數有凸顯部位、凸顯形態、厚度、表面積、人體部位、專用量詞等六個，現將參數

設定和調查結果簡述如下：

（1）凸顯部位  與顆粒量詞相似，我們首先關注條形量詞與非條形量詞的競爭。
“凸顯部位”是個體量詞的一種重要語義來源，對形狀不規則的物體進行歸類時，常

常以其外形的凸顯部位作爲分類依據，如以“頭”作爲牛、猪等動物的個體量詞。不

過，對於同一物體，不同方言分類時對其凸顯部位的選取不一定相同。以“椅子”爲

例，調查發現，多數方言都用“把”，即將椅子的凸顯部位設定爲其“靠背”（人移

動椅子時用手抓握），與其他帶把手的事物歸爲一類；粵語、閩南語則多使用“張”，

以“承載面”爲椅子的凸顯部位，和凳子、桌子歸爲一類。詳見表二：5

表二  “凸顯部位”參數中的連續統

床 凳子 椅子 菜刀

白山 張 個 把 把

德州 張 張 把 把

贛縣 張 張 把 把

泉州 張 垛 垛 5 支

肇慶 張 張 張 張

5 泉州話的“垛”屬於平面量詞，它可與“薯片”、“餅乾”、“抹布”等事物搭配，與其他方言

中“塊”的範圍部分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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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反映了南方方言在“凸顯部位”這一參數上受非平面量詞“把 /個”的影響

相較於北方方言要少，對於包含平面特徵的不規則事物，更傾向於選擇平面作爲其凸

顯部位。廣州話、肇慶話裏的“張”的勢力更是延伸到“菜刀”這樣的平面特徵不算

明顯的事物。

（2）凸顯形態  “凸顯形態”是指某些物體在不同場合或狀態下有不同的外形（可

能更接近於平面，也可能更接近條形或其他形狀），這些物體進入形狀量詞系統時選

取其最凸顯的外形爲分類依據。以“凉席”爲例，選取它攤開時的外形與卷起來的外

形爲凸顯形態，所用的量詞就可能不同：有的方言將它歸爲和“紙”、“床”一類（如

廣州話用“張”），有的則歸爲條形範疇（如鄂州話用“條”）。另一個調查項目“毛

巾”，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則表現高度一致（都用“條”），這可能是因爲毛巾一類

事物在全國家庭中的使用習慣比較一致（常態下懸挂起來呈條形）。

（3）人體部位與專用量詞  “人體部位”考察的項目是“臉”，目的是看方言是否

會因“臉”具有“人體部位”的特徵而使用非平面量詞，結果是絕大多數被調查方言都

使用平面量詞中的某一個（大多數方言用“張”，閩粵有不同表現；常熟用“隻”）。“專

用量詞”考察的項目是“被子”，發現絕大多數方言都用專用量詞“床”，但粵語仍

用平面量詞“張”。

（4）厚度與表面積  事物的相對厚度與相對表面積這兩個參數主要影響平面量詞
內部次類（“片”、“塊”、“張”）之間的競爭。厚度方面，我們選取了“樹葉 –

餅乾 –木板”這一組厚度逐漸增大的事物。6調查發現，“餅乾”和“木板”在所有

被調查方言中都被歸爲一類（用“塊”），而“樹葉”和“餅乾”在多數方言裏都以

“片”與“塊”區分，但也有方言把三種事物歸爲一類，如肇慶話（粵語）都用平面

量詞 [nai35]。表面積方面，我們選取了“抹布”和“桌布”這兩種厚度相近、後者比前

者表面積大的事物。調查發現這一參數的作用不太明顯，大多數方言對“抹布”使用

“塊”，但“桌布”則用“塊”或“張”都很常見（見表三）。

與顆粒量詞的做法相似，我們在不違反“基元準則”的前提下對某些項目進行了

歸並，限於篇幅，僅選取部分方言的結果列表如下（平面量詞的格子塗成淺灰色）：7

6 “樹葉 –餅乾 –木板”這一組事物在厚度變化的同時表面積也在變化，並未構成嚴格的最小對立。

這個問題在以日常事物爲調查項目的調查中很難避免。不過，這些項目已基本能反映特定的語義

參數在方言之間的差異，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7 “紙”和“床”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都用“張”，因空間所限未列在表二中，但它們在平面量詞

的概念空間（圖三）裏置于中心位置。



1612018年1月　第97卷  第1期
January 2018　Volume 97  Number 1

表三  平面量詞各參數比較

參數 厚度 表面積 人體 凸顯形態 凸顯部位 專用

項目 樹葉 餅乾 抹布 桌布 臉 涼席 毛巾 凳子 椅子 菜刀 被子

北京 片 塊 塊 塊 張 塊 /個 條 條 /個 把 把 床

德州 片 塊 塊 張 張 張 條 張 把 把 床

鄂州 個 塊 塊 塊 張 條 條 個 個 把 床

成都 片 塊 根 張 張 張 條 根 把 把 床

贛縣 片 塊 塊 張 張 張 條 張 把 把 床

泉州 片 垛 垛 塊 垛 領 條 垛 垛 支 床 /領
肇慶 nai35 nai35 nai35 張 片 張 條 張 張 張 張

從表三可見，由於平面量詞涉及的參數更多，量詞在各個參數上的擴展變異程度

也大大增加，南北差異不如顆粒量詞那樣整齊。不過，在某些參數上我們還是能看到

類似顆粒量詞的跨方言連續統模式，比如上述表二所示的“凸顯部位”參數。

2.2.2. 平面量詞範疇的語義地圖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初步繪製出適用於大多數方言的平面量詞範疇語義地圖，並

畫上廣州、贛縣和鄂州三個點的量詞“張”的範圍以示比較：

圖三  漢語方言平面量詞的語義地圖

 

在我們調查的 19種方言中，“紙”、“床”均用量詞“張”，“木板”、“餅乾”

均用“塊”，它們分別處於“張”和“塊”的核心地帶。從核心地帶出發，“張”沿著“凸

顯部位”、“凸顯形態”等語義參數在方言中有不同程度的擴展；“塊”也沿著“厚

度”、“表面積”等參數與“張”和“片”互相競爭。爲了盡可能照顧各種方言的情

况，圖三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回路（loop）”（如“木板、餅乾”與“臉”之間的連綫，

因爲粵方言對這兩個節點的項目都用“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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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形量詞

2.3.1. 條形量詞範疇的參數與方言差異

本文考察的條形量詞主要是“根”、“支”、“條”、“莖”等。與平面量詞相

似，條形量詞也涉及較多語義參數，包括“帶把工具”、“柱狀容器”、“長度”、“可

彎曲度”、“粗細”、“人體部位”共六個，參數的設定和調查結果簡述如下：

（1）帶把工具 與前面的做法類似，我們首先關注條形和非條形量詞之間的競爭，
其中比較重要的非條形量詞是“把”。8我們選取了一批帶把兒的、整體上呈長條狀的

工具（如螺絲刀）進行調查，發現這些事物在官話方言裏多用“把”，在閩粵等南方

方言裏則多用條形量詞（如“支”）。條形量詞與“把”的分界綫因方言而異，“把”

的勢力總體上呈現出由北往南越來越弱的趨勢：

表四  “帶把工具”參數連續統

針 鑰匙 螺絲刀 鋤頭 /雨傘
北京 根 把 把 把

成都 根 把 把 把

鄂州 根 根 把 把

肇慶 支 條 支 把

漳州 支 支 支 支

表四反映的南北連續統分佈可以理解爲不同方言的條形量詞系統受到 [+帶把工具 ]
這個語義參數的影響程度不同。“帶把工具”參數在大多數官話方言裏比較顯赫，在其

影響下條形量詞多讓位於“把”；而在粵閩等南方方言裏則勢力較弱，這些南方方言對

於帶把兒的工具仍以其整體外形（一般都爲長條形）爲分類依據，將它們與其他不帶把

兒的長條事物歸爲一類。不過，南方方言受帶把工具參數的影響程度也是參差不齊的，

如鄂州話只有少數帶把工具（如“鑰匙”）可用“根”，其他帶把事物都用“把”；肇

慶話的條形量詞可覆蓋到“螺絲刀”，但其他外形更長或把兒更長的工具如“鋤頭、雨

傘”則和官話方言一樣用“把”；漳州話則上述事物都可用條形量詞“支”。

（2）柱狀容器  另一個影響條形事物歸類的語義參數是“柱狀容器”。本文調查

的具有“柱狀容器”特徵的事物是“針筒”、“（瓶裝）醬油”和“（瓶裝）啤酒”。

結果發現，大多數方言對瓶裝事物使用專門量詞“瓶”，而閩粵兩種方言則仍可使用

8 多數研究都不將“把”歸到形狀量詞，但張赬（2010: 232）認爲“把”在近代漢語由“功用量詞”

發展爲“形狀量詞”。我們認爲，“把”反映了一個獨立的語義參數（以事物的凸顯部位爲分類

依據），與形狀量詞有重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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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形量詞（“支”）。與“帶把工具”的情况相似，粵閩這兩種南方方言的條形量詞

系統受“柱狀容器”的影響程度遠低於官話方言。

（3）人體部位  調查的項目有“頭髮、手指、胳膊”。“頭髮”在所有被調查方

言中都使用條形量詞中的某一個；“手指”和“胳膊”在某些方言中改用非條形量詞（如

粵語用“隻”），可能是受到人體部位參數的幹擾而與其他條形事物區別開。

（4）“長度”與“可彎曲度”  這兩個參數主要與條形量詞內部小類（如條、根）
之間的競爭有關。過去研究認爲普通話的“條”所表示的事物“多呈彎曲狀”，並且“長

而未必細”；“根”則不專門標識長短或可彎曲度（朱慶明  1994）。調查發現，“根”

和“條”的界限在方言之間大致上也是連續的，很難僅用語義特徵去約束所有成員：

表五  “可彎曲度”參數連續統

黃瓜 繩子 皮帶 項鏈 蛇 /魚
廣州 條 條 條 條 條

許昌 根 條 條 條 條

德州 根 根 根 條 條

鄂州 根 根 根 根 條

成都 根 根 根 根 根

表五中第二至第五行都是官話方言，其中“根”的分佈也大致上呈現出由北往南

逐漸擴大的趨勢，成都話（西南官話）的“根”範圍最大，甚至可覆蓋到“蛇、魚”

這類具有 [+有生 ]特徵的條形事物。有趣的是，粵語的“條”範圍與官話方言裏的

“條”和“根”都有交集，並不限於可彎曲度較高或較長的事物，如可說“一條柱”

和“一條頭髮”。

（5）粗細  我們以“細棍子”和“柱子”來測試方言的條形量詞系統是否對條形物

的粗細敏感。結果發現只有粵語對這兩項進行區別，“細棍子”用“支”，“柱子”用“轆

[lok5]”9或“條”。不過，粵語中“轆”與“支 /條”的“粗 –細”對立並不嚴格，較細

的條形物一定不能用“轆”，但較粗的條形物却仍可用“條”（“一條柱”）。

2.3.2. 條形量詞範疇的語義地圖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繪製了漢語方言條形量詞範疇的概念空間，並畫上成都、廣

州、泉州方言中相應的條形量詞（根 /支）的語義地圖：

9 陳小明（2010: 78）認爲“轆”具有 [+條狀 ][+圓柱形 ][+粗 ]的語義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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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漢語方言條形量詞的語義地圖

 
圖四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回路，“鑰匙、勺子”與“頭髮”兩個節點的連綫主要爲粵

方言而設，廣州話“鑰匙”、“勺子”和“頭髮”都可用“條”，而在其他方言中

這兩個節點很少用同一個量詞（如絕大多數官話方言都說“一根頭髮”、“一把鑰

匙”）。圖四中部的節點“針、筆、火柴棒”代表的是北方方言的“根”和南方方言

的“支”的核心成員。從核心區域出發，沿著“長度”與“可彎曲度”參數（圖四中

部橫行），“根”或“支”與“條”互相競爭；沿著“帶把工具”和“柱狀容器”參

數，條形量詞與非條形量詞（如“把”、“瓶”）互相競爭。受到這些語義參數不同

程度的影響，各個方言的條形量詞在每一個語義參數上有著不同程度的擴散。比較突

出的是，閩粵兩種方言的條形量詞（“支”）在“帶把工具”和“柱狀容器”這兩個

參數上的擴散範圍在所有方言中最廣；西南官話（成都話）的“根”在“可彎曲度”

參數上的擴散强於其他官話方言。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采用語義地圖模型與語義參數結合的方法研究形狀量詞的跨方言分佈，詳細

比較了與形狀量詞相關的若干語義參數在方言中的具體實現，主要有以下發現：

3.1.“核心 – 擴散”分佈模式

本文的跨方言考察發現，無論顆粒、平面還是條形量詞都表現出“核心 –擴散”

的分佈模式。對於每一個維度的形狀量詞，都存在著若干個語義參數影響量詞的分佈

範圍。每一個形狀量詞在這些語義參數中都有若干核心成員（事物），從這些核心成

員出發，量詞的分佈範圍沿著各個語義參數向外擴散。由於某個特定的語義參數在不

同方言中的影響力不同（如顆粒量詞的“大小”參數、平面量詞的“凸顯部位”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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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形量詞的“帶把工具”參數等），這種擴散在不同方言之間往往是不均勻的，因而

形成形狀量詞的分佈在方言之間同中有異、參差不齊的格局。

“核心 –擴散”模式可以爲歷史上形狀量詞在各大方言中的分化和創新過程提供

綫索，也可預測形狀量詞系統正在發生的變化。在語義地圖中，越遠離核心的成員可

能越先發生量詞的變化（如被通用型量詞替換）。例如，在平面量詞語義地圖（圖三）

中，“菜刀”位於“凸顯部位”參數的最外緣，若“凸顯部位”參數發生“把”對“張”

的替換，那麽也應最先發生在“菜刀”這個成員上。事實上，“菜刀”在廣州話、肇

慶話的新派中已經改用“把”，而“椅子”仍用“張”。當然，本文考察的方言樣本

數量十分有限，所得的蘊含序列還需通過更大規模的樣本進行測試和調整。

3.2. 南北差異

如上所述，方言裏形狀量詞在各個語義參數上的擴散很不均勻，很難籠統地說哪

個方言的形狀量詞分佈範圍“更大”或“更小”。不過，如果我們著眼於某些語義參

數上發生的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的競爭，則可以觀察到形狀量詞的分佈範圍大致上

呈現出地理上由北往南逐漸擴大的連續統，這種系統的南北差異在顆粒、平面和條形

三個維度的形狀量詞中均有相似的表現（見表一、二和四），可總結爲下表（“>”表

示分佈範圍左邊大於右邊，“/”表示左右兩邊相當）：

表六  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競爭格局的南北差異

量詞小類 語義參數 分佈範圍大小的方言排序 詞彙形式

顆粒 大小
閩南語 /湘南土話 > 
粵語 /吳語 >官話方言 顆 /粒 vs個 /隻

平面 凸顯部位
粵語 >閩南語 >客家話 > 

官話方言
張 vs把

條形
帶把工具

閩南語 >粵語 >客家話 /江淮官話 > 
其他官話方言

支 /根 vs把

柱狀容器 閩南語 /粵語 >官話方言 支 /根 vs瓶

表六反映了閩粵等南方方言的形狀量詞在“大小”（顆粒）、“凸顯部位”（平

面）和“帶把工具”（條形）等幾種語義參數上的分佈範圍均大於官話方言，總體上

受非形狀量詞（如“把”、“個”）的影響弱於官話方言。其中，閩南語代表南北連

續統的最南端，粵語次之，客家話和一些地理上屬南方的官話又次之，北方官話則代

表最北端。10

10 本文對南方方言的考察主要集中於粵語和閩南語，更精確的形狀量詞南北連續統還有待進一步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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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

以往對粵方言形狀量詞特點的概括多聚焦於特徵詞，或列舉個別形狀量詞與普通

話的量詞之間一對多、多對一的關係（如陳小明  2010: 89-91）。本文則嘗試在形狀量
詞“核心 –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的背景下對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進行歸納，

總結如下：

表七  粵方言形狀量詞分佈的類型特點

語義參數 分佈特點 關鍵節點舉例

顆粒量詞
大小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小
於閩南語

一粒湯圓

一隻乒乓波乒乓球

圓 –非圓 某些方言點發生擴散 一粒餅乾（南寧）

平面量詞

凸顯部位 範圍方言中最大
一張椅

一張刀

凸顯形態 範圍與其他南方方言相當 一張席凉席

人體部位 詞彙形式與其他方言不同 我塊面臉

厚度與表面積
“塊”與“片”的區分與
其他方言相似；“張”的
範圍比北方官話大

一張臺布桌布

條形量詞

帶把工具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小
於閩南語

一支螺絲批螺絲刀

一條匙羹勺子

柱狀容器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與
閩南語相近

一支酒

人體部位
範圍較小，小於某些官話
方言

一隻手指

長度與可彎曲度
“條”的範圍可覆蓋長度
較短和可彎曲度低的事物

一條頭髮

一條柱

粗細
只有粵語存在這一參數，
但粗細對立不嚴格

*一轆棍仔細棍子

一轆 /條柱

至此，本文借助語義地圖模型與語義參數結合的方法，論證了形狀量詞“核心 –
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和分佈的南北差異，並以此爲背景總結了粵方言形狀量詞分

佈的類型特點。以上結論是基於共時平面考察的結果，而這種分佈格局背後的成因是

複雜的，方言的存古、獨立演化和語言接觸都可能參與了這種格局的形成。值得注意

的是，粵閩等南方方言的形狀量詞系統在某些語義參數上和官話差別較大，這些差異

可能與在南方發生的語言接觸有關。游汝杰（1982）曾從量詞的語法功能（如“量 +
名”結構表定指）的角度論證台語的量詞在吳、閩、粵等南方方言中留下了底層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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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我們也不能排除南方方言形狀量詞的分佈格局也受到南方非漢族語言影響的可

能。比如，閩粵方言的條形量詞分佈較少受“把”的侵蝕與泰語、越南語等東南亞語

言有一定相似之處。東南亞很多語言都存在著表示“長而有尖細末端”的量詞，漢語

普通話中很多用“把”的事物（如“傘”）在這些語言中都被歸到這個量詞範疇（張

赬  2009）；又如湘南土話的“粒”向通用型量詞發展可能與瑤語等少數民族語言的接

觸有關（羅昕如  2004）。這些問題還有待更大範圍的考察、與歷時研究相結合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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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distribution of shape classifiers (namely, the collocations between shape 
classifiers and nou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by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semantic features 
analysis and the Semantic Map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drawn from 19 dialec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hape classifiers (including three main types: round, flat and long) 
reveals a continuum across different dialects, which I called the “central-extended” distributional 
pattern. From north to south, generally, the range of nouns (things) that a shape classifier can 
collocate with in a dialect tends to become larger. Based on this pattern, I briefly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pe classifiers system in Yue dialects comparing to that in other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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